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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清南京 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 

罗 晓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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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时期，随着城市人 口增长 与经济发展，南京 内河水环境 不断恶 

化，秦淮河河道淤塞与水质污染 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在江南城镇中具有普遍性。 

然而在 治河模式，尤其是主持机构与经 费来源上，南京却有一定 的特殊性，其 治 

河主持机构的行政级别较高，治河经费也相对充裕，只在清代嘉庆、道光时期 曾 

大量动用民间捐款。城河事务体现 出较强的官办性质 ，这 既折射 出南京独特 的政 

治地位 ，也反映了地方行政格局 的调整及财政制度 的沿革。但 由于治理方 式的局 

限，历次治水工程 皆无法取得长效 ，亦不能遏止水环境恶化的趋势。 

关键词 ：明清 南京 水环境 秦淮河 治水模式 

明清时期 ，水利为江南地方要政之一 ，但治水 的重心多在农村 ，城镇水利 因与农业生产及 

国赋关系不大而被忽视。因此，在明清江南水利史研究中，以城镇为中心的讨论亦不多见。但 

从城市史的角度看，水环境变迁是明清时期江南城镇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 

展，城市不仅消耗了更多的水资源 ，而且河道淤塞与水质污染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明清之际，南京内河的环境恶化在江南城镇中具有代表性。① 南京城内水系由河、湖、沟渠 

构成 ，其中以秦淮河最为重要 。秦淮河不仅关系到舟楫载运 、El常汲饮 ，亦为城市文化 的载体。 

明中叶之后 ，秦淮六院曲中、河房灯船为文人墨客反复 吟咏，逐渐演变为南京 的象征符号。然 

而在光鲜背后 ，也有着暗淡的一面 。自明末至清末 ，在社会 与 自然 因素影响下 ，秦淮河河道 日 

渐淤塞，导致夏秋水患频发、致人淹毙，冬季舟行不便、水质恶浊。尽管地方人士针对内河治 

理提出过多种设想，各级官员亦多次主持内河疏浚，但皆无法遏止水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近 

代之后 ，秦淮河的状况也并未得到改 良，河水 常年发绿发臭 。曾在南京执教多年的曲学大 师吴 

梅就曾感叹：“初到南京的人，也许会专来秦淮河上看风景罢?但一瞥过之后，往日津津有味的 

* 本文为教 育部人 文社会 科学研 究青 年基金 项 目 “明代 南京 城市 社会 与城 市性 研究”(项 目号 

12YJC770042)、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招标项 目 “江南 地域 文化 的历史演进”(项 目号 1O&ZD069) 的阶段 

性 成果 。 

① 关于清代江南地区的水环境及污染问题，余新忠与冯贤亮都曾撰文讨论。参见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环 

境 问题 探析 ：兼论相关史 料的解读 与运用》，《历 史研 究》2013年第 6期 ；《清代江南 的卫生观念 与行 为 

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 2期；冯贤亮：《清代太湖流 

域 的环境 与卫生—— 以外国人的游程与感觉为 中心 》，《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年第 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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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锋 ，永不会再复生了。” 

关于明清时期南京的水利状况，松田吉郎、森 田明曾对明清两朝南京水患及治理的一些基 

本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 ，但 由于关 注的时间段较短，未能就明清之际 的变化进行探讨 ，一些观 

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② 徐智则对道光十一年 (1831)之前、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初年，以及同光 

时期三个 阶段 的治水思路及特点进行 了总结 ，讨论侧重于水利史 ，较少涉及城市社会发展与水 

环境之间的关系。⑧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试将水利史与城市社会史 、环境史相结合 ，从更长时间段考察 

城市水环境的变化以及治水模式的变迁。水环境恶化在明清江南城镇中具有普遍性，但在治水 

模式，尤其是主持机构与经费来源上，南京却有其特殊性。水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前工业化时期已经体现得十分明显，如何有效管理公共资源也非近现代城市才面临的难题。 

对明清时期城市水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传承与变迁。 

一

、 南京秦淮河水系、水患与水污染 

明清时期，南京城内河道、沟渠、水塘纵横密布，其中天然河道有城北金川河与城南秦淮 

河，后者在内城水系中最为重要，亦为正河。其余多为历朝所修之人工河渠，包括三国至六朝 

时期开凿的运渎、青溪、城濠水，以及明初开凿之进香河 、御河 、小运河等。 

作为 内城正河的秦淮河有东、南二 源。东源为句容 县赤 山湖 ，南源出溧水东庐 山，二水 于 

江宁方山埭西会合后继续流向西北，直至南京城通济门外。淮水在此一分为二：一支由通济门 

东水关穴城而入，西南经武定桥至聚宝门内镇淮桥，再折 向西北 ，经新桥 (又称饮 虹桥)、上浮 

桥、下浮桥至三山门西水关出城，此为内秦淮；另一支环绕于城墙之外，形成护城河，此为外 

秦淮。内、外秦淮于三山门外会合后流向西北，于龙江关达长江，这条水道为 “漕盐挽运及闽 

浙各省商贾必由之路”。④ 此外 ，明初又开凿上 、中、下三新河连通秦淮与长江 ，其 中上新河 、 

下新河最为重要，上新河码头在明清时为重要的木材集散市场。万历时期，“城外惟上新河、龙 

江关二处为商帆贾舶所鳞辏 ，上河尤号繁衍”。⑤ 码头上 “百货交集 ，四方杂处 ，熙来攘往 ，肩 

摩踵接，此亦留都一胜地哉”。⑥ 下新河又称北河，由聚宝门经赛虹桥达江口，“为民田灌溉所 

赖，及安徽、江西、湖广各省行商通津”。⑦ 顺治二年 (1645)在北河 口设西新关，主要征收出 

① 吴梅：《秦淮几树花》，《新运月刊》1936年第 35期，“文艺”，第 199页。 

② 松田吉郎：《明代南京 水利I： 0、-C》，奥崎裕司褊 ：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糸己念 ·明代史 鼓 (下 

卷)》，柬京 ：汲古害院，1990年 ，第 729—75O贾 ；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雷国山译，济 

南 ：山东画报 出版社 ，2008年 ，第 58—73页。 

③ 徐智：《清代南京水患治理研究》，《理论界》2012年第 1O期。 

④ 《重涪江宁城河全案》卷 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 ：《江苏 

水利全书 图说 》，石 光明等 编 ： 《中华 山水 志丛 刊 ·水 志》，北京 ：线 装书 局 ，2004年 ，第 12册 ，第 

366页 。 

⑤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 1《市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 23页。 

⑥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 22《职掌十五 ·西城职掌》，《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 

1997年，第 73册 ，第 625页。 

⑦ 《重溶江宁城河全案》卷 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 ：《江苏 

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 ·水志》，第 l2册，第 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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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城 门的货税 ，兼征牙行 、牲畜等税 ，其重要性仅次于龙江关 。① 秦淮河在南京水系中的地位 

至关重要，“用以吐纳灵潮，疏流秽恶，通利舟楫，故居不病涉，小民生业有资，譬如人身腑脏 

局 内，有血脉荣卫以周流也”。② 

城内数条人工支河皆与秦淮相通，其中开凿年代最早的是运渎与青溪。吴赤乌三年 (240) 

十二月，孙权 “使左台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 ，自秦淮北抵仓城 ，名运渎”。⑧ 六朝之后 ，运渎主 

水道逐渐湮废，明清时期仅留古运渎西支。④ 其水受自秦淮，自上、下浮桥之间往北，过斗门 

桥 、红土桥 、草桥后分为东西二股 ：一 自笪桥往西，过鼎新桥，于铁窗棂穿城而出，与淮水汇 

合 ；一 自笪桥往东，至内桥 ，与青溪汇合。青溪始凿于吴赤乌四年十一月，其水发源钟 山，人 

秦淮，逶逦九曲，连绵十余里，在六朝为要隘。自杨吴筑城，青溪始分为二，城外之水合入城 

濠 ，城 内河道则逐渐堙塞。⑤ 明清时期 ，青溪仅 留下游一段，由内桥往东，经 四象桥、淮清桥入 

内秦淮 。 

南京城 中部另一条东西走 向的河道为杨吴城 濠故 道。杨吴时，扩唐异州治 ，凿城濠 ，引城 

南秦淮、城东青溪诸水环绕都城。至明代，西来之水已断，断处地名 “干河沿”，但东北方仍有 

进香河、珍珠河 、青溪等水源汇人 。其 中进香河为明初所开，源 自后湖，经铜管穴城而入 ，“因 

十庙初成 ，进香者皆由此水来 ，故名”。⑥ 珍珠河即古潮沟，亦与后湖相通。⑦ 城濠水经北 门桥 

至竹桥，与青溪汇合后折 向南流，最终汇于秦淮 。 

此外 ，在明皇城及城东南隅还有御河与小运河。御河 自柏川I桥 出，与城濠、青溪诸水汇合。 

小运河在城东南 ，明初为留守后仓转输之便而开凿 ，亦与秦淮相通。 

南京西面滨江，东接句容、溧水等处来水，水资源丰富，但水患的潜在威胁也很大。早在 

宋代陈克等编撰 的 《东南 防守利便》一书 中便提到： “自杨行密依淮为城，其城之东堑 皆通淮 

水 ，其西南边 江以为险。然 春夏积雨 ，淮 水泛滥 ，城 市皆被其害 ，及盛冬水 涸，河 内往往干 

浅 。”⑧ 晚明南京±绅顾起元读罢感叹 ：“此一段在今 日正同，与宋无异 。”⑨ 有 明一代 ，南京水 

患频仍 ，而 16世纪中期之后尤为严重。嘉靖三十九年 (1560)、万历十 四年 (1586)、万历三十 

六年之灾情最为罕见 。⑩ 据载 ，万历三十六年大水时，“向在高燥之地”的皇城一带 “皆荡为水 

① 关 于清代南 京的龙江关与西新关 ，参见 许檀 、高福美 ：《清代前期 的龙江 、西新关 与南京商 业》，《历 史 

研 究》2009年第 2期 。 

② 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 3《开洁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集 部 ，第 44册 ，第 l12页。 

《建康实录》卷 2《太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45页。 

参见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Ol2年，第 154—162页。 

景定 《建康 志》卷 1 9《山川 志二 》，景 印 《文渊 阁 四库 全书 》，台北 ：台湾商 务 印书馆 ，1986年 ，第 

489册 ，第 81—82页。 

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9号，台 

北 ：成 文出版社 ，1970年 ，第 350页。 

许嵩在 《建康实录》中注：“潮沟亦帝 [孙权]所开，以引江潮，其旧迹在天宝寺后，长寿寺前。东发 

青 溪 ，西行经都古承名 、广莫 、大夏等三门外 ，西极都 城墙 ，对 今归 善寺西 南角 ，南 出经 阊阖、西 明 

等二门，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建康实录》卷 2《太祖下》，第 49页) 

陈克、吴若撰：《东南防守利便》上卷，《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l997年，史部，第 

225册 ，第 568页 。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 10《城内外诸水续考》，第 320页。 

顾起元 ：《客座赘语 》卷 1《水灾》，第 24页。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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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街衢市肆尽成长河 ，舟航偏于陆地，鱼鳖游于人家 ，盖二百年来未有之灾也”。① 

图 l 南京 内秦淮 河道 

说明 ：本图据松田吉郎 《明代南京 水利 【二1 ¨ 》中 “南京概略图”改绘 而成。( 

清代前期，水患有所减轻。但至嘉庆、道光时期 ，又达高峰 ，“年时秦淮水涨 ，辄有失足致 

毙者 ，漂流十数 日无人收敛，两岸居人不忍触 目，或倩拨载小冉公梢之舵尾 ，俾其出江”。⑧ 为收 

敛浮尸，南京绅士甘福与同里龚鉴、杨铨、费士嵩等于嘉庆十九年 (1814)春捐建救生局，总 

局设于秦淮长乐渡头 ，④ 以冶城西北的从宵道院为义冢。⑤ 道光年间，南 京经历大水灾六次。道 

光三年夏秋之间，“江南大水 ，平地高数尺”。⑥ 道光七年、十一年 、二十年 “频年大水 ，街市行 

舟”。cz)道光十一年恰逢乡试 ，而 “贡院积水，号舍淹灌 ，至公 、衡鉴两堂皆深三 四尺不等”．⑧ 

乡试被迫改期。道光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水灾更为严重，“城中水深一二尺以及六七尺不等 ，水 

西门直大船 出入”。⑨ 此后三十余年问，为水患低发期 。光绪 十一年 (1885)之后 ，水患频率又 

有所上升 。光绪十二年 、十五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三十二年 ，以及宣统元年 (1909)、三 

① 孙之繇 ：《二申野录》卷 6，《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史部，第 56册，第 757页。 

② 松田吉郎：《明代南京 水利 c： 0、 》，奥崎裕司褊：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糸己念 ·明代史输菔 (下 

卷)》，第 739页。 

③ 捧花生：《画舫余谈》，清光绪铅印本，第 3页 b。 

④ 甘熙：《白下琐言》卷 7，江宁甘氏重印本，1926年，第 l6页 b；道光 《上元县志》卷 3《舆地志中 · 

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 83—84贝。 

⑤ 甘熙：《白下琐言》卷 2，第 13页 a。 

⑥ 甘熙 ：《白下琐言 》卷 3，第 2页 b。 

⑦ 同治 《上江两县志》卷 4《水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4)，第 ll2页。 

⑧ 甘熙 ：《白下琐言 》卷 7，第 1页 a。 

⑨ 秦宇和：《跋》，金淆：《金陵水利论》，同治十二年 (1873)刻本，第 7页 b一8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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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皆有大水。其中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大雨五 日，寒如深秋 ，江水陡涨，城 中低处水及半扉 ， 

秦淮两岸皆没，舟行陆地”，灾情较为严重。而宣统三年夏秋之交，“大雨连日，江水并涨，城 

中大半上水 ，行路不通”，亦为一次大灾。① 

除水灾之外 ，另一困扰地方 的问题是水质污染 。明清时期 ，南京居民饮用水主要是井水与 

河水 。当秦淮河道开阔、水流通畅时 ，“城中载货行船 、居民食用 ，无往不通 、无事不便”。② 然 

而自明中后期至清末三百余年间，随着内河水环境不断恶化，水质亦受到污染，给取用河水的 

居民带来极大困扰 。万历末 ，城 中 “各大小支河 ，委悉粪土堆积平满 ，虽求一衣带之水亦不可 

得 ，盖因年久未疏 ，濒河居民视为息壤 ，溷 圊尘 土填委其 中，以致 汗垢停蓄 ，舟楫不通 ，居 民 

种种不得其所 ，而风气 日见颓敝”。⑧ 至清嘉庆时期 ，秦淮正河在春夏之际尚可通流。河上常有 

捕鱼船 ，“鲤居半 ，得即卖诸画舫 中，名 日秦淮鲤 ，汲淮水烹之殊佳”，④ 可见河水仍适于食用 。 

但秦淮支河 ，尤其是运渎沿岸，“民居千有余家 ，壅遏淤秽，实为民患”。⑤ 此后正河水质亦不断 

下降。道光十二年春夏之交 ，“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臭四闻，时疫大作 ，死者不可胜计”。道 

光二十八 、二十九两年大水 ，“城 中如水洗 ，水不流通 ，其味 皆霉 ，服之无不生病”。⑥ 19世纪 

后半期 ，秦淮河水 已不堪汲饮。 

与江南其他城镇一样 ，南京 既享受水之利，又深受水之害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水失其 

常”，甚至令人有 “利亡害存”之叹呢? 

南京水患与水污染的原因 

引发南京水患 的原因十分复杂，其 中有相 当大 的不可抗 因素。针对道光时期频年大水 ，甘 

熙曾论 ：“迩来东南水患，皆由上游雨水过多 ，江湖盛涨 ，江 中洲渚丛生，水道窄隘，既不能宽 

容 ，又不及宣波 ，以致滨江各省民受其灾 。此诚天时地势为之 ，而非人力所能施也 ，而江宁省 

城地当下游 ，众水交趋 ，受害尤甚。”(z)可见时人对导致水患 的气象、地理与水文 因素有着深切 

体会。 

气象学者早已指出，16世纪之后，我国进入了长达 500年的小冰期 。在东南地区，1551--1620 

年间夏季水旱灾害频繁，⑧ 这或许是嘉靖、万历时期南京频发大水的原因之一。而 19世纪上半 叶 

则经历了小冰期中的第三次寒冷时期 ，亦被称为一次 “气候突变”。⑨ 华东地区的低温导致降水增 

加 。⑩ 因此，就嘉庆、道光时期而言 ，整个长江三角洲都处于一个偏潮湿时期 ，南京水患在很大 

① 陈作霖 ：《国朝 金陵通纪》卷 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7号 ，台北 ：成文 出版社 ，1970年 ，第 

587、588—589、591、593、596、599页。 

② 秦宇 和：《跋》，金洁 ：《金 陵水利论 》，第 6页 b。 

③ 丁宾 ：《丁清惠公遗集》卷 3《开溶河道以疏地脉疏 》，《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 ，第 44册 ，第 112页 。 

④ 捧花生：《画舫余谈》，第 9页 a。 

⑤ 余霈元：《溶复运渎记》，道光 《上元县志》卷 23《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3)， 

第 486页 。 

⑥ 秦宇 和：《跋》，金溶 ：《金 陵水利论 》，第 4页 b、7页 a。 

⑦ 甘熙 ：《白下琐 言》卷 9，第 7页 b一8页 a。 

⑧ 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 3期。 

⑨ 王铮 等 ：《19世纪上半叶的一次气候突变 》，《自然科学进展—— 国家重点实验 室通讯 》1995年第 3期。 

⑩ 李伯重 ：《“道光萧条”与 “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 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 

学 》2007年第 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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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亦与此相关 。 

从地理因素上说 ，江中洲渚丛生 、水道狭窄，亦对南京 内河水文环境造成影 响。长江南京 

河段沙洲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与河道变迁亦有直接关系。由于江水携带上游河沙不断淤积 

于此 ，早在三国时期便出现了 白鹭洲与新洲沙群。此后河道逐渐西移 ，元末 明初 ，河道又 向西 

迁移 了 10余公里。② 14世纪末 ，新洲沙群合并为七里洲 、八卦洲、大河洲 、草鞋洲，且面积不 

断增大。⑧ 清代上元 、江宁两县方志中亦指出，“秦蜀垦山为梯 田，沙随水下”，以故沿江 “洲渚 

纵横 ，涨多坍少 ，受水既浅 ，旁溢 自多”。④ 与此同时，滨江滩涂生长，逐渐 与江岸边 的沙洲连 

为一体 ，秦淮河入江 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随着明初开上、中、下三新河 ，由秦淮入江处增多， 

而 “大江潮汐，挟沙往来 ，河道易形淤垫”，⑤ 给内河水下泄带来更大阻力。 

此外 ，上游水文因素也是引发秦淮水患的重要 原因。自宋 代以来 ，上游多为圩 田侵蚀 ，河 

道狭窄 ，淤垫不通 ，夏秋水涨时处处梗塞 ，横流之水最终皆聚于南京 。可以说 ，秦淮河上游水 

利失修 ，下游水患则成必然 。 

尽管气候及地理因素不容忽视，但导致水环境恶化的主因仍来 自城市生活自身。如果人口 

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两大因素，⑥ 南京的情况完全符合这一规律。秦淮正、支河所 

经地区为城市经济 、文化中心 ，人 口密度最大。万历后期 ，南京为施行火 甲改革而重新编审铺 

户，当时五城军民铺计 669所，其中中兵马司辖内秦淮正、支河流域，境内有字铺 308所，占 

46 ，(Z)人烟之稠密可 以想见 。至清代 ，南京作 为江宁省城 ，仍为东南一大都会 。19世纪时， 

城市人 口大约在一百万 以上 ，⑧ 而城南依旧是主要建置区。⑨ 不仅沿河一带 比屋连栋 ，甚至桥梁 

之上亦有贫民搭盖桥棚 。时人记载 ：“搭盖桥棚 ，非特毁损桥梁 、侵 占道路，而 比屋鳞次 ，皆芦 

席板壁 ，火患尤可虞 。近年淮清桥 、笪桥重修之后已勒碑示禁 ，而长干桥、镇淮桥、新桥、大 

中桥、内桥、元津桥、斗门桥诸桥仍然如故。”⑩ 

城南人口密度高，尽管水井数量不少，多数居民和商铺仍以河水漂洗衣物，向河中倾倒粪 

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结果正如梅曾亮所言：“沿河居民日倾粪溺污水，涤荡无从，郁积 日增， 

症病 日作 。”@ 事实上 ，直至 1941年 12月 ，南京才正式开办粪便处理所 。 

① 张丕远编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 ：山东科学 出版社 ，1996年 ，第 332页。 

② 唐 日长：《长江河道演变研究工作》，《人民长江》1959年第 7期。 

③ 李键庸、刘开平：《长江八卦洲汊道河床演变对航道的影响及对策》，《水力发电》2002年第 5期。 

④ 同治 《上江两县志》卷 7《食货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4)，第 16O页。 

⑤ 《重涪江宁城河全案》卷 1《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 ：《江苏 

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 ·水志》，第 12册，第 366页。 

⑥ Ulf Christian Ewert，“Water，Public Hygiene and Fire Control in Medieval Towns：Facing Collective 

Goods Problems while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vo1．32，no．4，2007， 

PP．242—245． 

⑦ 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 2O《职掌十三 ·巡视五城职掌》、卷 21《职掌十四 ·中城职掌》，《四库全书 

存 目丛书补编 》，第 73册 ，第 568— 570、595— 598页 。 

⑧ 范金 民：《明代南京 经济探析 》，《国计 民生—— 明清社会经 济史研究 》，福州 ：福建人 民出版社 ，2008 

年 ，第 466页 。 

⑨ 章英华指出，直至 2O世纪 2o年代，南京主要建置区仍在秦淮河至运渎一带，城北的人 口密度 “只是 

主要建置区人口密度的六分之一而已”。(参见章英华：《明清 以迄民国中国城市的扩张模式—— 以北 

京、南京、上海、天津为例》，《汉学研究》第 3卷第 2期，1985年，第 546、549页) 

⑩ 甘熙 ：《白下琐 言》卷 3，第 10页 a。 

⑩ 甘熙：《白下琐言》卷 9，第 1O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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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传统手工业中，染坊对水质污染最为严重。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杭州并为三大 

丝织业中心，不仅设有官营织造机构 ，也有大量 民营机房。丝织业带动 了一批上 、下游产业 ， 

染坊便是其中之一。对于明代染坊的数量和分布，目前尚不清楚。南京内织染局当设有染房， 

且每年从工部支领 “顺木长柴、杂木段柴四十万斤”供练染丝料用。① 至于民营染坊，在正德时 

期 ，杨吴城濠水量尚充足，因此染坊并未完全集 中在城南秦淮河附近，北门桥一带亦有。但清 

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支河渐淤 ，染坊 皆聚于秦淮 正河两岸 ，因染坊污染 河水而 

引发的矛盾也愈发激烈 。 

染坊之所 以建于沿河地带 ，其原因在于 “丝经本质柔脆 ，一经百沸 ，漂洗必速 ，倘稍事迟 

延 ，将来上机脆断百出”。② 光绪末年 ，依染坊求生机者 “不下数万人”，③ 染坊多在柳叶街 、船 

板巷左近 (见图 1)。由于漂丝严重污染河水 ，地方规定染坊春夏秋三季可在 内河码 头漂丝 ，冬 

季水涸时则至城外漂洗 ，且明确规定漂丝码头地界 ，立有界碑 。④ 即便如此 ，河水污染终无法避 

免。太平天国之后 ，法禁松弛，地方人士愈发抱怨道 ：“向例染坊漂丝 ，水涸 时在城外，恐城内 

淳水多秽也 ，水涨时在城内，以西流水 急，污浊可随退潮 出关也 。今城外扫帚巷漂丝马头已为 

江北灰粪堆所 占，染工利于就近 ，无冬无夏 ，皆于新桥 、上浮桥一带漂丝 ，致水流垢腻 ，几不 

可食 。”⑤ 

除染坊之外 ，另一污染河水的行业 是制皮 。南京 自明初起 即有皮作坊 、毡匠坊等坊名 ，皮 

作坊靠近笪桥，毡匠坊紧邻七家湾 ，为 回民聚集地 。至明末 ，毡 匠坊虽 “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 

易者矣”，但邻近的笪桥南仍有皮市 ，⑥ 而该地制皮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陈作霖在 《金陵 

物产风土志》中记载： “屠牛向有厉禁，回民每于下浮桥、七家湾等处窃卖之，皮则乘 日未出 

时 ，在笪桥南交易，皮市街得名以此 。”⑦ 七家湾一带的皮作坊排污严重 ，尤其是七家湾红土桥 

坡西下之驴皮巷 (见图 1)，“攻皮者比户而居 ，腥秽之气 ，夏月逾甚，临河洗濯，水为之污”。⑧ 

1944年夏，有市民报告牛皮街、常巷、七家湾等处本已 “堆积垃圾，形如小阜，路旁积秽遍地、 

路旁臭水遍地”，而 “附近之小型制革皮坊甚多，增加奇臭”，“行人掩鼻而过，市民居处于斯， 

痛苦更何可言”。⑨ 

最后，对水关的管理不善更加剧 了河道淤塞与水质恶化。南京 内河穿城而过 ，要控制 内河 

水量、冲刷河道 、涤荡污垢 ，全靠水关控制排水 与进水 。南京城有多处水关 ，与秦淮关系最密 

切的是东水关、西水关与铁窗棂。位于通济门的东水关即上水关，共三层三十三券，下十一券 

① 申时行 ：《大明会典》卷 208《工部二十八 ·南京工部》，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第 792册 ，第 466页。 

② 光绪三十四年 《金陵染坊 碑》，南京市文化广 电新 闻出版局编 ：《南 京历 代碑刻集成》211号 ，上海 ：上 

海 书画出版社 ，2Ol1年 ，第 31 7页。 

③ 光绪三十四年 《金陵染坊碑 》，南京市文化广 电新 闻出版局编 ：《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1号 ，第 317页 。 

④ 光绪十六年 《江宁染业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4号，第 309页。 

⑤ 陈作霖 ：《凤麓小志》卷 3《志事 ·记机业第七》，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 

中地方第 39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年 ，第 169— 17O页 。 

⑥ 顾 起元 ：《客座赘语 》卷 1《市井 》，第 23页。 

⑦ 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陈作霖等撰：《金陵琐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9号，第 

296页 。 

⑧ 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陈作霖等撰 ：《金陵琐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华 中地方第 3 9号， 

第 30页 。 

⑨ 《南京特别市政府 咨》，南京 《市政公报》1944年第 146期 ，第 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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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① 且设有水闸。位 于三 山门的西水关为下水关 ，仅设一水 门。春夏之际 ，城 中入水量大 

增，西水关不及宣泄，铁窗棂水关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铁窗棂水关即栅寨 门水关 ，宋代栅寨 门为建康 府城八 门之一 ，当时城下即滨江，栅寨 门水 

关为秦淮支河人江口。乾道元年 (1165)，建康知府张孝祥言：“栅寨门近地为有力者所得，遂 

筑断青溪水 口，创为花圃，以为游人宴赏之地，因循至今 ，每水源暴至则泛滥漫荡 ，城 内居民 

尤所被害，若访古而求使青溪直通大江，则建康永无水患矣。”后张孝祥被罢，继任知府汪澈亦 

言开浚河道，使内河水通栅寨门入江，但直至景定元年 (1260)，才由马光祖大修栅寨门水关。② 

元明清之际，该水关一直疏于治理。万历时期，铁窗棂水关尚有一定排水功能。然而至清代中 

期，此地 “年久堙塞，堆积瓦砾高如山阜，屡议疏浚，皆以需费浩大，格不果行”，水关已无泄 

水功能，城内水患更为严重。嘉庆二十二年，盐巡道方体 “请于制府，率绅士兴工疏浚”运渎 

至铁窗棂，三月告竣，民皆称便。然铁窗棂一带地势较高，民居稠密，二十余年之后 “又复渐 

就淤塞”。③ 

由于西水关排水不畅、铁窗棂水关年久堙塞 ，夏秋时节为防止 内涝，封闭东水关成为最常 

用的办法。东水关第一次闭闸发生在康熙十一年 (I672)，十一券通水孔只留其一，“水道既壅， 

遂失其性，反从城濠旁驰而去”。④ 时日既久，不仅造成水关壅塞、舟楫不通，而且东来水势太 

缓，河道不得冲刷，污秽易于积淀。嘉庆年间，康基 田就论道： “昔时水由东水关入，立闸防 

护 ，启闭严密，今 皆闭塞 ，亦缘栅寨 门久闭 ，水无从 出之路 ，故不敢引导人城而闭其穴也。然 

古人法良意美，引生气之水流贯城内，消长随时，不特风脉攸关，亦大利民生日用。今止由西 

水关进水，听其自去 自来，冬涸下板潴蓄，非常道也。”⑤ 道光九年，因 “东关内外壅阏不通， 

城 内河身 日形淤垫”，江宁布政使贺长龄筹款遴员 ，“将东水关淤塞之处现行挑通”。⑥ 但道光十 

一 年大水之后 ，又将东关下闸，城内尽成死水。至道光十二年春夏之交 ，“满河之水变成绿色 ， 

腥臭四闻，时疫大作 ，死者不可胜计”。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着意兴复水利 ，大浚秦淮，开关的 

呼声随之而起。最终，陶澍听取民意，与两淮盐运使王凤生 “妥筹 良策，命将关洞疏通，旧设 

闸板重行修整”。⑦ 但水关整修之后，并未妥善维护。大约在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又因水患议堵 

东水关。⑧ 

太平天国期间，水关之事无人问津。同治三年，曾国藩收复南京，随即挑浚秦淮。同治八 

年夏季发水 ，两江总督马新贻 “开东关 以通淮流 。初 ，道光中常患水 ，因用 石塞东关 ，至是坼 

① 参见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 24《职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73册，第 679页。 

② 景定 《建康志》卷 20《城阙志一》，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89册，第 126页。 

③ 甘熙：《白下琐言》卷 7，第 4页 a。 

④ 金溶 ：《金 陵水利论》，第 2页 b。 

⑤ 康基田：《河渠纪闻》卷 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i998年，第 29册，第 

133页 。 

⑥ 《重j睿江宁城河全案》卷 i《奏为捐挑 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 请奖以昭激劝仰祈 圣鉴事 》，陶澍 ：《江苏 

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 ·水志》，第 12册 ，第 371、372页。 

⑦ 汪正望 ：《跋》，金溶 ：《金陵水利论》，第 4页 b。 

⑧ 杨长年记载，“方堵时，江宁故库生陶甄言：东关生气方一堵，使二百里西流水不得入城，金陵五年必 

有一小 劫 ，十年必有 一大劫⋯⋯越五年 、十年之期 ，所言无不验 。” 陶甄预 言的一小劫 ，应 为道光 二十 

八 年、二十九年的大水 ，而一大劫则为在咸丰三年 (1853)太平 军攻 陷南京 ，以此推 算 ，闭关 当在 道 

光二十三年左右。(杨长年：《跋》，金溶 《金陵水利论》，第 1o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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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仍用闸板”。① 但东关仍未全部疏通 。同治十一 、十二年间，开关之议再 起。同治十二年 ， 

南京绅士杨长年刊印 《金陵水利论》，又请庄兆熊、秦字和作跋文 ，重 申闭关之害 。同年 ，绅士 

陈作霖亦撰文指出 ，东水关 “前议疏通，未几复闭 ，由是秦淮之水仅侍西关出入。其入也 ，江 

潮倒灌，带泥沙以俱来；其退也，则力弱不能刷淤”，应开关以引上游山水人城，“借其力以敌 

江潮，则污秽不能停，而食之者不至生疾矣”。② 但此时东关壅塞 日久，城内水位远高于城外， 

一 旦开闸，内河水反外波 ，因此恢 复东关的通水功能是个 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光绪七年 ，左宗 

棠任两江总督，大兴水利。他听取江苏候补道王诗正的提议， “修复东西两水关闸板，相时启 

闭，开东关闸以灌清流 ，启西关 闸以溲蓄水 ，涤除秽浊 ，便 民汲饮烹饪 ，如是秦淮永无淤垫之 

患 ，而民气乐矣”。工程耗时一年多 ，于光绪九年十二月完工 ，左宗棠命名通济闸， “计长二 十 

四丈，宽三丈六尺，高二丈六尺，闸门五道”，共用银四万数千余两。⑧ 但工程质量却差强人意。 

光绪十三年春正月 “山水发，冲圯东水关外石闸”，此时新闸启用仅三年而已，“秦淮永无淤垫 

之患”的期望又一次落空。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再 “开东水关，溶城中河道”，④ 可见 

自从被山水冲圯之后 ，东关又被封堵数年。 

概言之 ，由明至清 ，南京河道淤塞 、水质污染的问题 日益严重。一直 以来 ，地方官员 也试 

图对城市水环境进行整治。与西方城市相比，中国社会长期处于 “城乡连续统一体”⑤ 的统治模 

式之下，既无市政机构，亦缺市政经费。因此，治理内河的主持机构与经费来源是值得探讨的 

问题。 

三 、治河的主持机构与经费来源 

明清之际 ，秦淮河经历过多次大型疏浚 。从治河机构与经费来源上看 ，南京 内河的疏浚 不 

仅有别于农村 “按田出夫”、 “业食佃力”的模式，而且折射出明清之际南京政治地位的变迁、 

地方行政格局的调整 ，以及财政制度 的沿革。 

明初，南京为京师，朱元璋曾下令以均工夫浚城河 。均工夫始于洪武二年 (1369)， 《均工 

夫图册》涉及的地区包括 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 ，及 江西九 江、饶州、南康三 府，而其 中应天 、 

太平 、镇江 、宁国、广德五府州的均工夫则主要用于每年冬季赴京城挑河 。⑥ 《大明会典》记载 ： 

“凡在京城垣、河道每岁应合修缮，其用工数多，须于农隙之时于近京免粮应天、太平、镇江、 

宁国、广德等五府州 ，预先定夺奏闻，行移各府起取⋯⋯每 四丁共辏 一夫 ，著令各备锹杵篮担 ， 

委官部领，限十月初赴京，计定工程，分拨做造，满 日放回。若有不当夫役，及做工未满逃 回 

者 ，并行治罪。”⑦ 

① 陈作霖 ：《国朝金陵通纪》卷 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7号，第 578—579页。 

② 陈作霖 ：《可园文存》卷 4《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续修四库全书》，第 1569册 ，第 359页。 

③ 左宗棠 ：《左文襄公集》文集卷 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南京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八年刻本，第 13 

页 b。 

④ 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 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7号，第 587、590页。 

⑤ 参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 ， 

2000年 ，第 112--175页 。 

⑥ 《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壬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 454—455页。 

⑦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 206《工部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 792册，第 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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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夫实行的时间极短 ，唐文基认为，“至洪武二十六年时 ，均工夫 已消失一段时间 了”。① 

但南京最后一次动用均工夫是在永乐元年 (1403)。② 此后再无均工夫浚河的记载。 

永乐迁都后，南京降为留都。虽然 《大明会典》和 《工部厂库须知》中均未提及南京浚河 

之事，但笔者认为，留都南京事例与北京相同。内河事务由南京工部负责，治河经费亦来 自工 

部库银 。 

万历十七年春 ，江南遭遇大旱 ，震泽、嘉兴 、秀水 、海盐相继发生地震 。至六月 ，“斗米几 

二钱，袤至江以北、浙以东，道瑾相枕藉”。⑧ 七月，大学士申时行等因 “南京浙江等处俱遭大 

旱，群情淘淘”而上疏，提出为防止卫所军士骚动，“宜勒南京户部将见在仓粮盘验，足几年放 

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何区处预备”。④ 当月，南京礼科给事中朱维藩亦就此事上言， 

除对仓粮不敷感到担忧外 ，还指 出 “南京 内城三 山门直溯江 流，舟船如织 ，而今 已湮塞 ，各府 

仓粮系由水道运进，今尽失其旧，舍舟而徒，费不可言”。随后章下南京户、工二部，户部覆严 

督各府征解仓米 ，工部覆 “河渠淤塞，责成都水司及应天府水利官查勘设处”，俱允。⑤ 八月间， 

南京工部已经完成部分沟渠的疏通 ，⑥ 但秦淮河的疏浚当在十七年冬至十八年春 。朱维藩奏疏中 

只提到修复运送仓米的水道，那么为何工程最终扩大至城内正、支各河?笔者以为此次开河还 

有以工代赈的性质。十八年八月，南京工部尚书李辅曾上疏 “请兴工作以寓救荒，谓留都流离 

渐集，赈粥难周，请修神乐观、报恩寺，各役肇举，匠作千人，所赈亦及千人”。⑦ 或许出于这 

一 考虑 ，南京工部又扩大了浚河工程 的规模。万历 《上元县志 》中收录有南京都水司郎中张梦 

蟾所作 《金陵清河赋》一篇，序文 中写道：“是举也⋯⋯题覆而卒成之者 ，堂翁进贤李公辅 、新 

城张公桢也 ，蟾特效彝奏之劳尔。”⑧ 李辅于万历十六年任南京工部 尚书 ，张桢于万历 十八年正 

月任南京工部右侍郎。⑨ 因此，《金陵溶河赋》当描写万历十七年的浚河工程，亦反映出南京工 

部在整个工程中的主事地位。赋中又有 “帑金标给兮万余千”之句，帑金当指南京工部库银。⑩ 

万历四十三年九月，工部都水司案呈五城居民刘鸣晓、秦云龙等联名上书，称 自十七年浚 

河之后，因疏于管理，至今 “正河浅狭，尽失其初”，“而支河全淤，遂成平地”。⑩ 时任工部尚 

书的丁宾与都水司等官前往城中沿河一带勘查，发现正、支各河 “果皆淤塞不堪，而通都士民 

在在告苦 ，俱望 即时挑挖”，于是决定再次大浚 内河 。工程 自四十三年十月十一 日始 ，历时七月 

完工，共疏浚正、支河道 4500余丈。从工程的组织情况看，丁宾为总指挥，工部都水司官董 

① 唐文基：《明初的杂役和均工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 3期 。伍跃亦指出：“均工夫役只 

是一项按时派遣的杂役 ，也 还没有 成为一种 徭役 制度 。” (伍 跃 ： 《均工 夫役浅 析》， 《北 京大学 学报 》 

I984年第 1期) 

② 《明太宗实录》卷 25，永乐元年十一月壬辰，第 455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 21 2，万历十七年六月乙 巳，台北 ： “中研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年，第 

3 987页 。 

④ 《明神宗实录》卷 213，万历十七年七月庚戌，第 3990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 213，万历十七年七月丙辰，第 3992页。 

⑥ “工部言南京天策南仓军粮改贮水军左仓，沟渠今寻旧踪，令湮塞毕通，共大修廒一十四座，户、工二 

部 四六协力共济”。(《明神宗实 录》卷 214，万历十七年八月丙 申，第 4o19页) 

⑦ 《明神宗实录》卷 214，万历十七年八月己卯 ，第 4OlO页。 

⑧ 张梦蟾：《金陵溶河赋》，万历 《上元县志》卷 12《艺文志》，《南京文献》第 8号，南京：南京市通志 

馆，i947年，第 92页。 

⑨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 66，《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史部，第 93册，第 763页。 

⑩ 张梦蟾：《金陵溶河赋》，万历 《上元县志》卷 12《艺文志》，《南京文献》第 8号，第 92页。 

⑩ 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 3《开清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44册，第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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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营缮所所丞、所副及作头一名支放工食 ，又有作头二名置办应用器具 ，并增委各卫经历 、 

指挥 、千户、百户等官逐一丈量 ，分定地方 ，招募人夫挑溶 。人员部 署井井有条 ，主要涉及 工 

部和卫所两个系统，工程用银近 4700两，全部出自南京工部库银。① 

日本学者川胜守曾指 出，明代正、嘉之后江南地区水利工程 的组织模式经历 了很大变化 。 

正德之前 ，工程多由六部官员主持 ，而嘉靖后 以知府 、知县主持居多。正德末嘉靖初 ，吴淞江、 

白茆港等干 、支河 的疏溶曾动用了钞关课银 、运 司余盐银、抄没赃银 以及官 民田夫银等。至万 

历中后期，国家再无巨额经费投入大规模治水，治水主要由个别州县负责。② 但从以上分析来 

看 ，明代南京 内河疏浚事例与北京相似，体现出明显的 “都城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行政 中心 

城市，留都南京驻有从府 、部 、寺 、院到应天府 以及上元 、江宁二县各级行政机构 ，在赋役 、 

刑案、治安等事务上多有统属关系。但终明一代 ，内河治理模式却简单 划一 ：主持机构为南京 

工部，经费来 自工部库银，而南京工部也始终未将此责任下放给府、县官员。这反映了 “都城 

模式”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鼎革之后，南京不再是 留都 ，地方行政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清初 ，应天府改为江宁 

府 ，南直隶改为江南省 。康熙六年，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二省。南 京为两江总督所在地、 

江苏省城 ，但江苏巡抚⑧与江苏布政使皆常驻苏州。乾隆二十五年 (1760)，长期驻于南京 的安 

徽布政使迁往安庆，南京增设江宁布政使司。此后，两江总督与江宁布政使成为驻城最高官员。 

顺治、康熙时期 ，两江总督很少介入治河工程 。就政府职能而言，清初河务 以工部 总其责 ， 

并委河道总督专其职。直至雍正五年 (1727)疏浚海口，雍正帝 “直接谕令河道总督齐苏勒与 

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协助钦差李淑德、陈世倌等督理此项工程”。此后，随着地 

方督抚兼任河道总督的体制逐渐形成并常态化，“治河不仅是河道总督的职责分工，而且，地方 

督抚也必须将此列入其行政职责的重要 内容，以最大 限度参与其 中”。④ 当然，与黄、淮 、运河 

的大局性相 比，南京城河的治理显得微不足道。但与明代南京工部官员 一样 ，常驻 南京 的两江 

总督对于秦淮河道淤塞 、水质污浊 的危害有切身体会 ，治河又为职责所 在，因此与同驻南京 的 

江宁布政使共 同成为城河治理的主持者。 

表 1列出了笔者所见各类史料中所载清代南京治河工程 。时间主要集中在 19世纪 ，主持者 

以两江总督 、江宁布政使为主。从工程规模 上看 ，如万历 四十三年正、支河一体疏 浚的情况不 

多 。嘉庆时由江巡道改任江宁知府的余霈元上任后 曾 “访求水利”，发现 自万历 四十三年 以后 ， 

“迄今二百余年，未淤塞者惟秦淮西流之水 ，而运渎一支 ，周环计五里 ，长千丈有奇 ，其间民居 

千有余家，壅遏淤秽，实为民患”。这说明此前几次工程都未涉及支河。直至嘉庆二十二年方体 

疏浚运渎，“五六月之间，举二百年之淤秽，一起而宣之”。⑤ 但整体而言，进人 19世纪之后， 

① 丁宾 ：《丁清惠公遗集》卷 4《报完开溶河道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第 44册 ，第 117—118页 。 

② 川胜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 536 548页。 

③ 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称江宁巡抚。 

④ 刘风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 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OlO年第 

4期。 

⑤ 余霈元 ：《洁 复运 渎记 》，道光 《上元县志 》卷 23《艺 文志》，《中国地 方志集 成 》江苏府县 志辑 (3)， 

第 4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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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城市人 口增长 、内河水环境恶 化以及两江总督 “由行 政官僚 向技 术官僚 的转 

变”，① 南京内河治理工程的频率变得相当高。最长的间隔是道光十二年至同治三年，这其中当 

然有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至光绪时期，浚河几乎成为历任两江总督与江宁布政使上任后的首 

要工作之一 。 

表 1 清 代南京治 河工程 

时 间 工程概况 主持 者 

康熙 四十七年 浚秦淮河 邵穆布 (两江总督 ) 

康熙六十年 浚秦淮河 长鼐 (两江总督) 

嘉庆八年 浚秦淮河 康基 田 (江宁 布政使 ) 

嘉庆二十二年 浚运渎 孙玉庭 (两江总督)、方体 (江宁盐法道) 

道光三年 浚运渎 不详 

道光九年至十年 浚城 外北 河 、下河 贺长 龄 (江宁布政 使) 

道光十二年 浚省城内河 陶澍 (两江总督)、赵盛奎 (江宁布政使) 

同治三年至 四年 浚秦 淮河 曾国藩 (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 挑筑沙洲圩大埂 ，浚北河 口、大胜关河 曾国藩 (两江总督) 

同治十年 浚秦淮河 至东水关 曾国藩 (两江总督) 

同治十三年 浚城东南官沟 李宗羲 (两江总督)、桂嵩庆 (江宁布政使) 

光绪元年 浚城南北各街道水沟 刘坤一 (两江总督) 

光绪三年 浚城内河道 沈葆桢 (两江总督)、孙衣言 (江宁布政使) 

光绪五年 浚运渎 桂嵩庆 (淮扬海道 ) 

光绪八年 建通济 门外石 闸 左宗棠 (两江总督 ) 

光绪十八年 挑城 中河道 刘坤一 (两江总督 ) 

光绪十九年 开东水 关 、浚城中河道 刘坤一 (两江总督 ) 

光绪 二十二年 浚汉 西门外江东河 刘坤一 (两江总督 ) 

资料来 源：康熙 《上元县志 》卷 9《建置志 ·水道》，《金 陵全 书》，甲编 ·方志类 ·县志 2，南京 ：南 京出版社 ，2O1O 

年，第 582 583页；康基田：《河渠纪闻》卷 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辑，第 133页；捧花生：《画舫余谈》，第 4页 

a；余霈元：《渚复运渎记》，道光 《上元县志》卷 23《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3)，第 486页；甘熙： 

《白下琐言》卷 3，第 17页 b；伍光瑜：《补园诗集》卷8《古刀歌》，南京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四年刻本，第 14页 a I5页 

a；《重溶江宁城河全案》卷 I，陶澍：《江苏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中华山水志丛刊 ·水志》，第 12册，第 366、 

369页；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7号，第 576、580、583、590页；高德泰：《同治 

甲戌重溶东南官沟记》，光绪 《续纂江宁府志》卷8《名迹 ·附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74 75 

页；光绪 《续纂江宁府志》卷 8《名迹 ·附水利》，《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73页；左宗棠：《左文襄公 

集》文集卷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第 13页 a b；《秦淮挑渚》，《益闻录》1896年第 1 557期 ，第 130页。 

与明代相 比，清代治河工程 中最大的变化在 于参事人员与经费来源 。由于史料不足 ，对于 

康熙年间两次治河的组织运作过程难以考证。从方志记载来看，康熙六十年的浚河属于 “以工 

代赈”的性质 。当年岁歉，除在城 中设厂施粥外 ，两江 总督长 鼐 “更念乡农青黄不接 ，生计维 

艰，复捐清俸二万金，溶挑河道”。② 至 19世纪，随着浚河频率的提高，工程组织也逐渐形成固 

定模式 ，且以太平天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① 刘风云：《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 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清史研究》2010年第 

4期 。 

② 康熙 《上元县志》卷 9《建置志 ·水道》，《金陵全书》，甲编 ·方志类 ·县志 2，第 582 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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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时期 ，治河 工程 中掌管文件、经理银钱、核实工次、募夫挑挖 、催办稽查 的皆 

为临时调派的委员和董事。其 中委员多为州县正印、佐贰、候补官。如参 与道光九年 、十二年 

两次浚河工程的委员有借补通判冯思澄、借补通州州同朱恭寿、上元县训导杨会昌、江宁县典 

史汤翁嗣、江宁县知县赵本敫 、海州通判童濂 、候补通判查德基 、沭 阳县知县王梦龄。① 此外 ， 

道光十年还 曾调宝山县丞刘琅金、金坛县丞谢元淮来 宁协 同挑浚内河 。而董事则 为地方士绅。 

这一时期地方绅士在公共事业中的活跃是普遍现象 ，但绅董在南京 的正式出现始于嘉庆十九年。 

据梅曾亮记载，“嘉庆十九年江南旱饥，官募赈于民，而以乡士大夫掌其出入，浸淫及他省，凡 

以官事用民财，皆设董事 ，其名遂见于官文书及 山诏 旨，且畴其劳，赏爵级有差 。于是有 以布 

政司都事捐赈加记录、以秦淮河工加按察 司经历衔 ，又以子官所应赠赠奉直大夫者 ，则吾 乡甘 

君也”。② 梅曾亮所说的 “甘君”即甘福 ，甘熙之父 、19世纪初南京士绅的代表人物之一 ，上文 

提到的救生局即由其创办 。嘉庆二十二年方体主持 挑浚运渎时 ，甘福就作为董事参与工程。道 

光三年底再浚运渎，另一位士绅领袖伍光瑜董其役 。⑧ 道光十二年浚秦淮 ，参与工程的董事为甘 

福 、费士嵩、前任象山县知县孙廷松、前任河南巩县典史洪文鲑、丙子科举人林端 、前湖南保 

靖县知县张介福 。④ 甘福也正是在此次浚河后受到议叙 ，加按察司经历衔。 

在治河经费上 ，嘉 庆、道光时期多倚靠 民间捐款 ，即梅 曾亮所谓 “以官事用 民财”。一方 

面，此时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政府面临银荒 。另一方面 ，自清初开始施行 的奏销制度削弱了地 

方的财政支配权。“外省在作出各种支出预算 (估饷、预估、估拨)和支出之后，由布政使司将 

各州县府上报的会计册 (县、府的草册)进行汇总，编制奏销册 ，一部呈皇上御览 (黄册)，另 

一 部递交户部 (即清册或青册)，以该省的巡抚和总督的名义上呈。”⑤ 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捐 

款无疑更方便。道光三年南京水灾后 ，以义捐恤贫士 ，次年 即以义捐余款浚运渎。⑥ 道光九年疏 

浚城外北河 、下河时，由江宁布政使 贺长龄 “捐廉为倡 ，地方各官分捐协助 ，上元、江宁两县 

绅商人等踊跃乐输，共捐银四万余两”。竣工之后，两江总督陶澍特上奏折，称 “此项工程均系 

绅商捐办 ，前经奏明，邀免报销，尚有余剩银两 ，留为省城水利之用”。(z)“邀免报销”四字尤其 

点明了捐款使用的 自由度和灵活性 。 

森田明曾指出，“南京的河道本来是 ‘官河’，其管理之责本在于行政部门，到了道光年问， 

通过 ‘劝捐兴挑 ’即 ‘民捐民办 ’的方式实施开浚后 ，其功能才得 以恢 复⋯⋯在这次开浚工程 

中，公家权力的行政性支援故不可少 ，但是经办的主体却是 当地社会中与河道有着直接利害关 

系的人们 ，这一事实意味着南京城的内外河道已经在逐渐失去其作为 ‘官河’的性质”。⑧ 但笔 

① 《重涪江宁城河全案》卷 i《奏为捐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循例请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陶澍：《江苏 

水利全书图说》，石光 明等编 ：《中华山水志丛刊 ·水志》，第 12册 ，第 369 37O、383页。 

② 梅曾亮 ：《柏枧 山房全集 》文集卷 12《赠奉直大夫甘府君墓 志铭 (丁酉)》，《续修 四库 全书》，第 l514 

册 ，第 65页 。 

③ 甘熙：《白下琐言》卷 3，第 17页 b。疏河至鼎新桥下时，工人得古刀一把，伍光瑜作 《古刀歌》记 

之。(参见伍光瑜：《补园诗集》卷 8《古刀歌》，第 14页 a一15页 a) 

④ 《重溶江宁城河全案 》卷 I《奏 为捐 挑江宁城外河道工竣 循例请奖 以昭激劝 仰祈圣鉴事 》，陶澍 ：《江苏 

水利全书图说》，石光明等编 ：《中华山水志丛刊 ·水志》，第 12册，第 369—37o、383页。 

⑤ 岩井茂树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 》，付勇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1年 ，第 79页。 

⑥ 陈作霖：《国朝金陵通纪》卷 3，《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37号，第 i页。 

⑦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 47《请鼓励捐挑省城河道尤为出力人员摺子》，《续修四库全书》，第 499 

册 ，第 769页。 

⑧ 森田明：《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第 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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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嘉道时期南京的治河工程并非 “民捐民办”，大批委员的征调说 明公家权力并没有失去 

主体地位。但委员们本非水利官，又多来自外府州县，因此才需要地方绅董的协助。后者不仅 

熟悉本地历史地理，而且水利兴废关乎其 自身利益，因此格外尽心。事不假手于吏胥，舞弊之 

事则少。如道光十二年冬，甘福第二次作为绅董参与治河，委员们每有疑难则与其商榷，“一经 

剖决，莫不悦服”，但这并不意味着甘福之流已经成为 “经办的主体”，或河道失去了 “官河” 

的性质。太平天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捐款与绅士在治河中的作用就急剧弱化了。 

同治、光绪时期，治河模式中最大的改变在于经费来源。此时中央政府独揽财权的局面开 

始动摇，各省厘金及各种新捐税的开征扩大了地方外销收入 。① 同治三年七月，设金 陵善后局， 

“布政使、督粮道、盐巡道暨候补道员掌之 ，总财赋之 出内，上下教令 ，以毗省之大政 ，凡事涉 

扶绥安集者，皆隶焉”。其下设善后分局，又有包括保甲局、谷米局、善后大捐局、善后工程局 

在内的下属机构 。② 作为一个新设机构 ，善后局在地方公共事务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兴水利便是 

其中之一。⑧ 地方士绅已视善后局为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重要机构。次年冬，地方人士欲疏浚城 

东南官沟，因请于两江总督李宗羲，李宗羲 “可其请，遂于是冬发款兴工，由工程局桂芗亭方 

伯、刘治卿观察董治斯役，而东南段保甲④谢大令、王恩尤尽心采听焉”。⑤ 治河经费由 “劝捐” 

变为 “发款”，且由掌管善后工程局的江宁布政使桂嵩庆、道员刘佐禹董役，是地方治河模式的 

又一转变 。 

在参事人员方面，各级官员和委员仍 占主导地位 ，而且分工更为明细。如光绪八年至九年 

的通济闸工程中，“督修者，江宁布政使梁肇煌也；总办工程者，江宁盐巡道德寿暨署盐巡道赵 

佑宸也；会办工程则江苏候补道刘佐 禹、礼部 主事王金彝也 ；原估委员 ，见署扬州府江苏候补 

知府黄波 ；工程提调委员 ，江苏候补 同知李春藻也 ；监修委员 ，候补典史李 章贵、何汉也”。⑥ 

与此同时 ，关于 “绅董”参与治河的记载则越来越少 。 

值得注意的是，同光之际一批出身于湘军系统的总督，如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在大 

规模治河工程中还经常调用勇营官兵。同治三年底，曾国藩兴工挑浚秦淮，用 “营中勇夫”。⑦ 

光绪七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后首议大兴水利，“饬所部亲军及中军副将谭碧理、城守副将钟南 

英、署游击易玉林新兵各营鸠工”。次年开工修建通济门外石闸时，“命记名提督曹德庆督饬庆 

军营弁丁开掘，引河建闸，又命记名提督刘端冕、喻先知各率所部营勇助之”。⑧ 光绪二十二年 

春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开浚城外江东河 ，“调派亲军老湘兵七营 ，戽水挖掘”。⑨ 这种文武参任 

① 徐毅：《从 “专济饷糈”到 “妥办善后”——同治时期江苏省厘金政策论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4期 。 

② 光绪 《续纂江宁府志》卷 6《实政》，《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49～51页。后湖鱼茭 

租每年大约 1000千文，原归上元县，同治四年后转归善后局 ，“以太平门稽查委员兼领后湖事⋯⋯税 

钱皆输上善后局”。 

③ 陈作霖：《可园文存》卷 4《整顿金陵善后事宜议》，《续修四库全书》，第 1569册，第 358—359页。 

④ 保甲局设于同治三年十月，以知府总其事，隶善后局。(光绪 《续纂江宁府志》卷 6《实政》，《中国地 

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5O页) 

⑤ 高德泰：《同治甲戌重溶东南官沟记》，光绪 《续纂江宁府志》卷 8《名迹 ·附水利》，《中国地方志集 

成》江苏府县志辑 (2)，第 74—75页。 

⑥ 左宗棠：《左文襄公集》文集卷 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第 13页 b。 

⑦ 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 26《钦奉谕旨分条覆陈折》，《续修四库全书》，第 501册，第 458页。 

⑧ 左宗棠：《左文襄公集》文集卷 4《新建通济门外石闸碑记》，第 13页 a。 

⑨ 《秦淮挑溶》，《益闻录》1896年第 1557期，第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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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亦与嘉庆、道光时期有所不 同。 

概言之，由明至清 ，南京治河 主持机构与经费来源均发生了一 系列变化 ，这些变化一方 面 

反映了该城由 “陪都”变为 “省城”后政治地位与行政模式的变迁；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南京 

的经济发展在江南地 区处于边缘地位 ，其腹地农村水利备受忽视，但城河事务 的管理却一直 由 

较高级别的行政机构所掌握，体现出其行政中心城市的特殊性。 

四、治水的局限与困境 

明清时期 ，南京内河进行过多次疏浚 ，但屡疏屡塞 ，无法根除水患 ，水质污染也愈发严重 。 

这既反映出城河治理的局 限性 ，也暴露出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困境 。 

治河的局限之一在于秦淮河上下游无法统筹治理。若要防止上游山洪对南京的影响，首先 

要保障句容赤山湖的蓄水功能，自宋代开始，凡论金陵水利者皆有此共识。赤山湖为人工湖， 

筑于三国吴赤乌八年，“自赤乌大历迄于南唐 ，不废修筑 。宋时尤严湖禁 ，湖心立有磐石，为疏 

闭之节，民乐其利”，但此后赤山湖久不修筑，“利亡而害存”。① 万历二十九年，句容知县茅一 

桂称该湖 “废久，半为居民楹栋之所压 ，额不可复”，“水涸之 日，湖高秦淮数尺 ，莽翳数百 顷， 

仅属于牛马之刍牧尔，不得其半菽之用。夫水未有无潴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莽溢而不为害 

者。此湖形势既高，而自诸山发源以连秦淮，复屈曲如羊肠，伏秋雨积，即冲射决啮，为田亩 

之灾”。② 但南京工部治河只管城内，不管城外。笔者认为这其实体现出 “都城模式”治水的局 

限性 。⑧ 这种 “都城模式”在明清时期的北京也同样存在。如 《明律》、《清律》中都有关 于保持 

京城街道 、沟渠整洁的规定 ，一些专门管理机构也只在京城设置。 

至清代 ，水利工程 的主持者为两江总督 、江宁布政使 ，似乎可 以全盘操 作，但事关多县 ， 

且工繁费巨，仍然难以成事 。嘉庆八年 ，江宁布政使康基 田大浚秦淮后就 曾坦言 ：“欲举城乡内 

外水利尽复于古，窃尝有志而徐图也。”④ 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外销收入增加，公共事业经费亦 

较前宽裕 ，但启动如此大的工程仍非易事 。光绪七年 ，两江总督左宗棠调集湘淮营军 ，决心将 

句容赤山湖至省城水利一并大治 。当时赤 山湖 “湖底淤高 ，堤亦坍坏 ，水旱并受其灾 ，乃筑道 

土坝至麻培桥 ，圩堤复修，下游桥 闸令相洄注 ，弭壅溃之患”，在省城地方 “以通济门水 门为秦 

淮附郭正流⋯⋯皆令择要建石闸桥坝，以收纳诸水，导引清流”。⑤ 通济门石闸于光绪九年完工， 

赤山湖水利则因 “左氏西调 ，未竟全攻”。⑥ 而从通济门石 闸三年后就被洪水 冲毁的工程质量来 

看，即便赤山湖工程完工，也难以保证长期效果。直至民国时期，秦淮上下游仍难以一体浚治。 

除上游水利失修之外，内河疏 浚工程也有许多疏漏之处 。沿河 民房是造成河道浅狭 的关键 

康基田：《河渠纪闻》卷 1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辑，第 29册 ，第 134页。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8《江宁庐安》，《续修四库全书》，第 596册 ，第 76页。 

松 田吉郎认为 ，万历年 间南京城 内治河经 费来 自官 帑 ，城外治 河经 费来 自官 帑和地 主出 资，其 主要依 

据之一便是顾起元 《城 内外诸水 》一 文。但笔 者认为这 是对资 料的误读 ，事实上 南京周 边农村 并未发 

生过由官府和地主共同出资兴办的治水工程。(松田吉郎：《明代南京 水利c二，)0 》，奥崎裕司褊：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糸己念 ·明代史 哉 (下卷)》，第 747—748其) 

康基 田：《河渠纪闻》卷 12，《四库未收 书辑 刊》第 1辑 ，第 29册 ，第 134页。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10，《续修四库全书》，第 557册，第 751页。 

叶楚伧等 ：《首都志》卷 5《水道》，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中正书局 1935年版翻印，1985 

年 ，第 439页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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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只有拆除民居才能恢复河道。万历四十三年南京工部开河，曾将城北进香河一带 

“侵占房屋尽行拆去，用工逐一开挖成河，立有石碑二座，严禁不许居民阻塞”。① 但与人烟较为 

稀少 的城北相 比，秦淮 正河两岸 民居稠密 ，拆 房绝非易事 。至清代 ，沿河 民房数 量有增无减 ， 

拆除的阻力更大 。因此秦淮 “愈久愈不可治 ，盖 民居愈密 ，河道愈湮 ，一经建议 ，众诟 纷起”， 

尽管 “官厅锐意浚淮 ，工未半 ，而河房多倒坍 ，众论哗然而止”。② 

此外，浚河时为图方便，多将河泥堆于岸边，渣土遇雨复流入河中。嘉庆时期，康基田与 

方体主持的两次浚河工程就在城中留下多处土堆。据记载，“骁骑营则嘉庆甲子挑秦淮河所出渣 

土；张府园、武学园、七家湾等处皆嘉庆丁丑浚运渎积而成”。③ 事实上，就在方体主持的浚河 

工程完工后不久，里人车持谦就看到了隐患：“第湮塞业经 日久，民居侵占自多，邪许争投，不 

无坍塌，黄金虚牝，窃为掷后虑之。”④ 金鏊则更为犀利地指出，内河 “岸旁居民占淤已久，一 

旦修治，难言复旧。而徇情曲庇，减费偷工，尤所不免。故挑浚后，土积两旁，遇雨即卸，河 

身愈窄 ，河底益高。水平则舟不并行 ，水盛则更多旁溢，敛 民间之财 ，滋 民间之患而已”。⑤ 

与疏浚河道相比，整治水污染则更为 困难。由于缺乏监管 ，从 明末 至清末三百余年 间，禁 

止沿河居民堆积倾倒污秽、侵 占河道 的各种条令从未得到有效执行。万历十七年疏浚 内河后 ， 

曾定内河挑溶事例，“每年刮委街道主事一员兼管巡河，遇有壅淤处所，即便会同五城御史督率 

兵马、水利等官，于秋冬潮落之时逐一分投挑溶，其各支河倘有浅塞，亦即深加挑挖，务使河 

道无阻。又建闸蓄水，画界经理，凡居民侵占壅土及抛煤灰与淘沙并严禁”。但仅仅二十余年之 

后 ，秦淮 “正河浅狭尽失其初 ，中间瓦砾泥土，往往积成礓砚 ，而支河全淤 ，遂成平地”。⑥ 至 

于挑溶事例，早成为一纸空文。至清代，鄂尔泰于雍正六年条陈江南水利事宜时特别提到江宁 

府秦淮河 ，建议 “城 内梗塞之处 ，令沿河居 民每年捞浚，毋许堆积污秽 ，凡房屋 占人河基之处， 

俟有倾圮，悉令查明清出，毋使日就湮废”。(z)鄂尔泰的建言虽切中要害，但毫无可行性。事实 

证 明，清代地方政府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来监管、惩治污染水 源的行为。至 19世纪末 ， “讲求 

卫生”观念传人中国，因排污问题而引发的民间冲突增多。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饬上 

元 、江宁二县出示晓谕 ，“沿 内河居民倾倒粪秽一概严禁”。⑧ 但在排污管道和 自来水设施缺失的 

情况下，无论是 “出示晓谕”还是 “勒石严禁”都无法改变居 民的生活习惯 。 

面对污染水源的染坊 ，地方政府 同样束 手无策 。尽管官员们曾多次以清水源为 由，试 图让 

染坊一年四季皆出城漂丝，“皆以江南生计恃此一线，因而中止者屡矣”。各染坊主亦称 ，“敝业 

全体生机惟 以染业为根本 ，然依敝业求生机与敝业之 自求生计不下数万人 ，然此数万人亦非专 

求生计不讲卫生之人”，“卒不能改良自求安静之道者，皆以顾全号家成本赔偿不起耳”。光绪三 

十四年，办理江南巡警商务总局与染业公所再次协商后规定 ：“每逢春夏秋三季 ，以午前内河潮 

水未涨为染业漂洗之时，午后潮水已涨为居民吸饮之时，冬季内河水涸，仍赴外河漂洗，彼此 

① 施沛 ：《南京都察 院志》卷 22《职掌十五 ·北城职掌》，《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补编》，第 73册 ，第 640页 。 

② 夏仁虎 ：《秦淮志》卷 12《余闻志》，《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年，第 97页。 

③ 甘熙：《白下琐言》卷 8，第 29页 a。 

④ 捧花生 ：《画舫余谈》，第 4页 a。 

⑤ 金鏊：《金陵待征录》，《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43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 2O页。 

⑥ 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 3《开溶河道以疏地脉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44册，第 113页。 

⑦ 《清世宗实录》卷 69，雍正六年五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1043页。 

⑧ 光绪三十四年 《金陵染坊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211号 ，第 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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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定界限两不相妨 ，毋得稍有紊乱 ，致起衅端。”① 这一规定基本延续 了太平天 国之前就长期存 

在的惯例 ，可见在经济利益与 自然环境之间，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做到兼顾 。 

明末至清末数百年间，为治理秦淮而花 费的人力 与金钱不 可谓 不多，但效果却令人失 望。 

20世纪 30年代出版的 《首都志》中记载 ：“城 内秦淮水既不深，河面亦狭 ，加 以沿岸居 民每将 

废物倾入 ，而沿河房屋莫不侵 占河岸 ，宽度 、深度历年减少。故其河底较在通济 门外者，约高 

六尺有余。自夏秋二季外，船舶不克通行，水利之修不容或缓。”② 这说明在缺乏综合治理、严 

格监管以及现代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下，仅靠疏浚河道是难以根本改善水环境的。事实上，这 

个难题直至今 日依然困扰着南京城 。 

五、结 语 

明清之际，水环境的恶化在江南城镇中是普遍现象。除自然因素外，这一时期影响城镇河 

道和水质的主要原因是建筑物侵 占河道、居民抛洒污秽以及手工业排 污。南京的情况也不例外。 

由于秦淮河两岸人口稠密，又是著名的娱乐区、商业区，加之染坊、皮革坊等地方手工业集中 

于此 ，环境承受的压力极大。面对水患 、病疫 、污染 等问题 ，民众虽有抱怨却不能改变传统 的 

生活习惯，政府虽有明令却无法有效执行。这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缺陷，同时也 

说明城市生活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存在。 

在缺乏长效管理的情况下，治理城市水环境只能倚靠不定期的浚河。在传统城市中，此类 

公共事务既缺乏常项经费，又无专职机构。其结果往 往如余新忠所指出的，城市河道 “淤塞能 

否得到及时疏浚 ，完全要视地方和国家 的财力、当政者道德心和行政能力以及地方热心人士的 

存在与否等多种因素而决定”。⑧ 那么在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背后 ，是否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呢? 

就南京而言 ，明代城河事务的主持机构为南京工部，清代 中后期则多 由两江总督与江 宁布 

政使负责。这提示我们，在缺少市政机构的前近代城市中，城河事务的管理机构是由该城的行 

政级别所决定的。相关史料也可印证这一推论。如常州府城，万历元年凿玉带河、万历八年浚 

后河，皆由知府主事。④ 而常州府江阴县城 ，弘治三年 (1490)浚城濠、正德元年 (1506)浚县 

学前河 、嘉靖二十四年建三关水闸，皆 由知县主事 。⑤ 万历二十 四年之后 ，常镇兵备道移驻江 

阴 ，该机构有监管粮储 、水利之责，⑥ 因此崇祯六年 (1633)浚江阴县城河又 由常镇兵备兼水利 

副使徐世荫主持。(z)同样 ，明代太仓 州的水利工程也 由太仓知州和苏松兵备道官员轮流主持 。⑧ 

① 光绪三十四年 《金陵染坊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编 ；《南京历代碑刻集成 》211号 ，第 317页 。 

② 叶楚伧等：《首都志》卷 5《水道》，第 438页。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 

2006年第 2期 。 

④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lO《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 ：广陵书社，2006年， 

第 1503、1507页。 

⑤ 张 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 lO《水 治》，马宁主编 ：《中国水利志丛刊》，第 1481、1489、1498页。 

⑥ 苏松常镇原设兵备、粮储二道。万历二十四年之后 “裂 四郡为二，并兵粮为一”，苏松兵备道仍驻太 

仓，常镇兵备道移驻江阴。(孙继皋：《宗伯集》卷 4《修建新设常镇兵备道江阴县驻扎公署记》，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1册 ，第 289页 ) 

⑦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lO《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 1534—1535页。 

⑧ 嘉靖十年置东西三门水闸、天启三年浚城濠由知州主持，崇祯十年浚城濠 由苏松兵备兼水利右参议冯 

元飚主持。(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 lO《水治》，马宁主编：《中国水利志丛刊》，第 1496、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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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 ，当一城的行政地位改变时，其治河机构也可能发生 相应变化 。以苏州为例，其城 内 

三横四直河道在明代曾经历三次大规模疏浚：弘治六年由苏州府水利通判应能主持，万历三十 

四年 由应天巡抚周孔教主持 ，万历四十五年由应天巡抚王应麟主持 。① 笔者以为 ，这反映了万历 

三十一年应天巡抚移驻苏州之后 ，② 该城行政地位 的提高以及地方行政格局的变化 。而明清之际 

南京治河机构的变化亦缘于此。 

由于城河事务 的主持机构不 同，治河经费来源也有很大差 别。万历三十四年 ，应天巡抚周 

孔教浚苏州府城河时动用了捐院赎 。天启三年 (1623)太仓浚城濠 ，知州 陈如松俊 “支 民七军 

三银两充费”。崇祯六年江阴县浚河 ，“甘学阔、徐世荫各捐金募工 ，合县土民咸乐捐助”。崇祯 

十年太仓再浚城濠，以民七军三分段派浚 ，“军三钱粮令泥夫径赴道支领，其 民七项下檄署州事 

万任调度支给”。⑧ 至清代 ，“市镇一级的水利工程，固然有官府主持的，但更多的则是 由地方集 

资、地方社会出面主持。如吴江同里镇，乾隆六年、乾隆二十八年、嘉庆八年三次开河，均是 

地方社会 自募资金进行的”。④ 常州府 附郭之武进 、阳湖二县在光绪九年至十七年问开浚城河， 

则全部倚靠地方捐款 。⑤ 可见 ，在缺乏专项经费的情况下 ，各级官员只能动用公费、税收或倚靠 

民间出资。尽管清中期之后 ，民间捐款浚河的事例增多 ，但这种形式早在晚明就 已经出现 ，也 

不能以此解释 “国家”与 “社会”之力量对比。笔者以为，主持机构的行政经费越充裕，民间 

出资的比例越小 ，反之亦然 。 

就以上两点而论 ，南京治河主持机构 的行政级别较高 ，治河经费也相对充裕 。在本文所讨 

论的时间段 ，只有清代嘉庆 、道光 时期 曾大量动用 民间捐款。总体而言 ，城河事务体 现出较强 

的官办性质 ，与南京的行政地位相 当。另外 ，尽 管太平天 国之后南京城市发展 已经进入 了近代 

转型期 ，城市各项事务官僚化 、专门化与制度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⑥ 但对城河这类公共资源的管 

理并未出现 “市政化”趋势，行政手段传统而落后。而城南一带旧城区居民的生活习惯、住房 

和卫生条件亦未有根本改变 。在此情况下 ，治河 的投入与收效往往不成正 比，水环境 恶化 的趋 

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这也部分折射出中国城市近代化转型的艰难。 

[作者罗晓翔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南京 21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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